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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3月1日正式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降到了12周岁，并且严格规定只有

在同时满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法院追诉”这几个要件时才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在这几个要件中，“情

节恶劣”的标准较其他几个更为宽泛，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因此有必要从多方面对适用“情节

恶劣”标准的原则展开讨论，并对其加以一定的限制，从而更好地平衡刑法保护社会、保障人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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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XI), which took effect on March 1, 2021, lowered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to 12, In addition, it is strictly stipulated that criminal liability can be assumed only 
when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 homicide or intentional injury,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death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serious disability of any other person for the serious injury inflicted by 
especially cruel means, the circumstances are execrable, and the affirmation of prosecution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re met at the same time. Among these elements, the standard of “execra-
ble circumstances” is more obscure than the others, which gives a large space for the judge's dis-
cretion. Thus the standard of using “execrable circumstances” must be discussed from vast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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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ut some limitations on it to better balance the role of criminal law in protecting the society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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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

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

责任”。在这一项规定的几个要件中，“情节恶劣”的标准较其余几项更为宽泛，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

由裁量权，也导致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出现。我们应当对适用“情节恶劣”的判断原则展开

讨论，并对这一标准加以限制，以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与社会公义。 

2. 当前“情节恶劣”标准使用存在的问题 

当前《刑法》第十七条中的“情节恶劣”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其说明较为模糊，法官在具体审判中

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在许多低龄青少年犯罪的案件中，受害者的权益难以得到合理的保护，审判

结果也难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无法有效地敲响警钟。 

2.1. 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 

“自由裁量权创始于英美法系的衡平法，是一种针对普通法僵硬严苛、不能灵活适用作出的补救之

举”[1]。自由裁量权本意是弥补法律条文在实际使用中出现的诸如僵硬性等局限，起查漏补缺之用。但

是，自由裁量权也需要以明确的成文法典为基础。在当前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只有“情节恶劣”

这一标准的限定较为模糊，为法官提供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而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引起“同案

不同判”的现象，造成法律公信力的丧失。从当前我国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现状来看，的确存在

着少数的滥用误用现象，导致了民众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争议。早在 2015 年，最高法院发布的《人民

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等文件中，就对法官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予以了规范。由此，在涉及未成年人

的刑事案件中，必须进一步明确法典中的模糊原则，使自由裁量权得到正确的使用。 

2.2. 受害者权益难以得到合理保护 

“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主要侧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保护，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相对薄弱”

[2]，加之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的特点，难以及时、准确地处理刑事案件，弥补刑事案件带来的损害。由

此，在低龄未成年人恶性刑事案件中，极易出现未成年人受害者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刑事

犯罪往往对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较大的身心创伤，比如严重的校园暴力致人伤残或者死亡的，甚至是低

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的。如果对这一类严重的恶性案件的审判不当，会对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二次伤害，

同时也会造成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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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未起到刑法的预防犯罪作用 

总的来说，刑法“一方面是打击和抑制犯罪分子及其犯罪活动；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发挥警示教育作

用”[3]，而对于青少年犯罪的惩戒，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护青少年，矫正青少年罪犯的不良行为。青少

年罪犯往往对社会认识不足，缺乏法制意识，一时失足导致犯罪。由此，面对青少年刑事犯罪时，以保

护未成年人为出发点，法院往往采取从轻量刑，甚至不采取刑罚措施。这些考量就是在最大程度上避免

给未成年人贴上“犯罪”标签，而有利于其更好地与社会重建联系[4]。然而，由于当前社会环境的改变，

许多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严重化与暴力化的倾向，甚至出现许多再犯、累犯的现象，更有甚者，将对未成

年的保护作为逃避刑事处罚的工具而实施犯罪。因此，《刑法》第十七条中对“情节恶劣”的定义更应

明确具体，以使得刑法的预防犯罪作用得到落实，减少再次犯罪的发生，也对其他可能误入歧途的青少

年敲响警钟，不再让“未成年人”成为违法犯罪的“免死金牌”。 

3. 限制“情节恶劣”标准的原则探析 

限制“情节恶劣”标准，应当严格遵循刑法本身的价值目标，既打击与预防犯罪，又对社会进行警

示教育，同时还应当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以期让法律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3.1. 坚持保障未成年人合法利益 

在处理未成年人事务时，世界公认的要将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5]。在处理低龄未成年人涉罪情形

时更应如此。首先，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来说，对其犯罪行为的认定以及审判，应当充分考虑到其

日后的成长与生活。当前，我国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机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帮助其重返社会。

同时，许多低龄青少年犯罪时，出于其自身的体力能力等问题，其对象往往不会选择身强力壮的成年人，

而是选择更加弱小的青少年或者老人与妇女。而这些被害人中，青少年占据了较大的比例，那么对于青

少年被害人的保护也应当得到相应的重视。当前，“在诉讼过程尤其是刑事诉讼中，我国法律对于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的关注和保护程度要远远高于未成年被害人”[6]，这一问题在上文中也有相应的阐述。由

此，在低龄青少年的犯罪中，使用“情节恶劣”这一标准时，需要充分考虑案件中所涉及的所有未成年

人的合法权益。 

3.2. 多方面综合评价客观严重性 

由于在认定未成年人是否构成犯罪时，“情节恶劣”是必备的构成要件而非量刑情节，因此在客观

方面的认定上必须制定相对确定的标准，防止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而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刑

法修正案(十一)》规定，针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只能对其追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的刑事责任，因此在讨论其行为手段、结果时，只能针对这两种行为进行讨论。 
认定要素中行为次数的考察。在刑法分则中，以次数为认定“情节恶劣”的表述有“多次”“次数

较多”。如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多次随

意殴打他人的”属于刑法第 293 条寻衅滋事罪第一项中的“情节恶劣”。一般而言，行为人反复多次实

施犯罪行为的，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在客观上造成的影响更为恶劣。需要注意的是，在低龄青少年犯罪

的“情节恶劣”判断中，多次行为既可以是故意伤害，也可以是故意杀人，如某低龄青少年在两次故意

伤害后实施了故意杀人，也应当认定为“多次”；同时，在这一行为次数的规定上，前一次或几次的犯

罪行为并不一定需要既遂，未遂行为也应当被认为“多次”。 
实施行为的地点、时间也应当成为认定“情节恶劣”的重要因素，“我国刑法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犯罪的规定中，多采用‘聚众’‘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行为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之一”[7]。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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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最高法、最高检在《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在公共场所随意

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解释为《刑法》第 293 条寻衅滋事罪中的“情节恶劣”情形

之一。参照上述有关犯罪地点的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低龄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故意伤害他人，故意杀

人的，也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在时间上，如果是在特殊时间进行犯罪活动，如选择在日间人们活动较

为频繁的时间，同时给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或者作案持续时间较长的，也可以认定为“情节恶

劣”。 
在行为手段上，未成年行为人的犯罪方法如果涉及一些特别残忍的，造成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的，

也应当纳入认定“情节恶劣”的因素中。 

3.3. 充分考虑低龄青少年犯罪中的主观恶性 

对主观恶性的认定，主要可以从犯罪动机、犯罪对象的选择两个方面加以一定限制。 
犯罪动机是指刺激个人实施犯罪以实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和起因，它是推动个人实施犯罪最直接

的心理推动力，直接体现了反社会的内在心理[8]。犯罪动机可分为激情或冲动犯罪以及经过长期思考的

有预谋的犯罪，即情境性犯罪动机与预谋性犯罪动机，后者的主观恶性程度较前者更高。在低龄青少年

犯罪中，应当仔细考察行为人是出于哪种动机实施的行为。若未成年人人出于冲动，特别是在某些具有

可宽恕情节的情景下，比如在遭受严重或多次校园暴力时的出于防卫目的的对加害者的杀害，就不适用

“情节恶劣”。而部分低龄青少年犯罪恶性案件，在其犯罪行动实施前有明显的长期精心思考规划的，

就具有极高的主观恶性，应当适用“情节恶劣”。 
其次，应当从低龄青少年犯罪中受害者的特殊身份上来判断其主观恶性程度。从《刑法》分则“情

节恶劣”的相关司法解释来看，被害人的特殊性及人数常被作为判断情节恶劣与否的标准之一来加以考

虑。如最高检、最高法《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随意殴打、追逐、

拦截、辱骂、恐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属于寻衅滋事罪中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之“情节恶劣”。低龄青少年在犯罪时，更倾向

于选择比其自身弱小的人，比如老人、残疾人等，甚至部分低龄青少年恶性犯罪案件中的受害者为罪犯

的亲属，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低龄未成年行为人在选择受害者时经过一定的思考与辨别，同时极大的违

背社会公德，应当适用“情节恶劣”。 

3.4. 将再犯可能性作为认定“情节恶劣”的重要依据 

在认定未成年被告人再犯可能性时，应当主要从犯罪前科与悔罪表现两方面进行考量。 
在犯罪前科上，需要考察未成年被告人是否有类似的涉案记录，有研究指出未成年人罪前有涉罪行

为的，往往不利于抑制其再次犯罪[9]，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将未成年人事先的涉及犯罪

的行为作为衡量其再犯可能性的重要指标。比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先前的涉罪行为成为法

院是否将涉罪的低龄青少年移交刑事法院审判的重要依据，2000 年 9 月，美国地方法院作出了将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约翰·多伊(John Doe)移送刑事法院进行审判的决定 1，其中，犯罪嫌疑人先前被判入狱，并

且在假释后因为违反假释规定再次被捕入狱的经历，成为了作出这一判决的重要的依据之一。鉴于我国

当前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分级，在对被告的低龄青少年进行考察时，要重点关注其是否有因为低于刑

事责任年龄而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这一情节应当包括所有的严重暴力犯罪，而不仅限于故意伤害或故

意杀人。 
就悔罪表现而言，首先要明确低龄未成年人在犯罪的过程中有没有中止行为，是否积极作出补救措

 

 

1U.S.v. DOE, 113 F. Supp. 2d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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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避免犯罪结果恶化，如主动拨打急救电话挽救被害者生命。其次是低龄青少年在犯罪后是否有坦白、

自首等情节。最后是是否积极进行民事赔偿并取得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谅解。 

3.5. 谨慎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发育状态 

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和前提是其对犯罪的辨认与控制能力。相较于成年人，处于青春期的

未成年人对犯罪的控制和辨认能力更依赖于其身心发育水平。发展心理学与神经科学都证明，未成年人

在对自身的控制上以及认知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在处理情绪信息时，更倾向于使用

杏仁核，这使得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出于情绪反应与本能反应[10]，身心发育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更容易因为

一时冲动做出犯罪行为。 
同时，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的各项因素也应当考虑在内。比如其生活环境以及家庭教育。低龄未

成年人如果长期生活在监护人缺位或严重失职等存在严重缺失的家庭环境中，其身心状态不可避免地会

受到影响[11]。有研究指出，如果父母在儿童成长早期存在严重的失职行为，会导致儿童的人格发育产生

缺陷，增加儿童陷入犯罪的风险[12]。一定意义上来说，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成长的未成年人本身也是受害

者。 
由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发育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应当是判断“情节恶劣”的重要标准之一。

身心发育不完全或是因为外界因素导致的人格发展不健全都存在着后续矫正的可能，应当将他们排除在

“情节恶劣”之外，同时也可以避免监禁对这一类未成年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13]。涉罪的低龄未成年人虽然侵

害了社会利益，但其犯罪原因更为复杂，案件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更加深远，在对其进行审判时要充分考

虑到未成年人的未来发展等多方面因素。自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下调以来，目前尚未出现追究已满十二周

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个案，因此如何适用“情节恶劣”这一要件仍待进一步的司法解

释的出台和实践的检验。本文通过对涉及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中使用“情节恶劣”这一标准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探析，并尝试对使用这一标准的原则进行了探讨，但是无论是立法或是法律解释，都无法制

定非常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因此在具体的应用中，仍需要通过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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